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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测度了长江经济带 1985-2016 年交通碳排放量并分析其空间格 局和时序演

化特征；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基础上，剔除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构 建了三阶段 DEA 模型进行长江经

济带交通碳排放效率值的评价与比较。结果发现：①长江 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石油类能

源消费产生的排放量占比最大，四川、 两湖地区和苏浙沪地区分别是长江上、中、下游交通碳排放的高值区。②

从东西方向看，交通碳排放重心总体上呈现先东移、后西移的变动轨迹；从南北方向看，在空间上突出表现为 越

来越向长江沿岸集中分布的特征。③不同省份的交通碳排放效率值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2007~2016 年东部地

区的效率值始终最高，但中部地区的效率值由高于西部地区演变为 低于西部地区。④外部环境因素对交通碳排放

效率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始终 有利于交通碳排放效率提升，而政府干预的影响则由“创新补偿”

效应转变为“遵循成本”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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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2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至 2018 年德国波恩新一轮 气候谈判“塔拉诺阿对话”开启，

气候问题早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与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截 至 2018 年末，我国一次能源消耗总量达37.7 亿 t标准煤，占全球

消费总量的 23.6%,超排 名第二的美国 7 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业是社会碳排放流动的重要源头之一[1，2]。随着经济水平的提

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我国交通运输业保持高速发展，私人汽车由 2000 年的 625.33 万辆增长至 2017 年的 18515.11 万

辆；另外，全社会对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的 需求亦大大增加，导致其能源消耗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交通运输业能源消

费量已占到 全国 9%以上。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剖析交通碳 排放效率格局及其时

空演化规律，可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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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围绕交通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 4个方面：其一，考虑到国内外尚未 建立统一的交通碳排放核算指标体

系，学者们尝试采用多重方法对交通碳排放强度进行间接 测度，如左大杰等[3]和陶玉国等[4]先后运用“自上而下”法和“自下

而上”法进行区域交通碳排 放强度测算；Sim
[5]
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了集装箱码头交通碳排放的测度模型，并以韩 国釜山

港的某码头为案例进行验证和预测；另还有郝旭等
[6]
以上海市为例，研究了基于插电 式混合电动汽车实际运行数据的碳排放估

计方法。其二，关于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 最常见的是运用LMDI分解及相关定量分析不同尺度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7-13］, 

Kimbrough 等[14]通过实验数据和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交通量、风速、气温以及日期等因素 对美国高速公路碳排放有显著性影

响，张宏钧等基于贡献率残值分配的 Laspeyres 指数法 研究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其他 6国公路与铁路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其

三，关于碳排放与经 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也较丰富，如 Raza 等[16]利用小波分析技术研究美国交通碳排放 与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技术投入和适度规制有利于交通碳排放较少，盖美[17]运用三元耦合系统研究碳排放效率、经济及环

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其四，探讨碳排放的 效率问题，如华坚等
[18]
将 Fried提出的三阶段 DEA模型运用到中国碳排放效率中，更

加客 观地反映了我国各升级行政单元能源碳排放绩效［19,20］,王白雪等[21］利用超效率 SBM模型分 析北京市公共交通碳排放效率，

并基于 ML 指数研究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变化；Cucchiella 等 [22]使用 ZSG-DEA 模型对欧盟国家能源效率进行测度，并分配各国的

二氧化碳的排放限额， 以期提高欧盟整体的能源消费效率。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于交通碳排放的研究侧重于强 度测算、

因素分析或效率评价等单方面评价，缺乏将三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从空 间视角对评价结果进一步挖掘的分析文献仍

较少
［25~28］

；另外，现有研究对象多为发达地区， 鲜有对横贯我国东西部的长江经济带的大尺度研究。为此，本文基于省域单元

尺度，首先测 算出长江经济带 1985-2016 年各省域单元的交通碳排放强度，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其次建 立考虑非期望产出

的 DEA_BCC 模型测算碳排放的初始效率值；然后分析影响交通碳排放 效率的外部环境因素，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干扰项的影响，

得出最终效率值并进行空间异质性分析；最后在全文小结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研究区范围 

长江经济带自西向东横贯重庆至上海 11 个省市，是我国的经济重心所在和中华民族发 展的生命河，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实

力快速提升的同时，必须从长远利益考虑，把环境保护摆 在压倒性位置。与此同时，交通运输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职能和长久

发展的关键保障，研究 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强度以及在既定投入条件下增加期望产出、降低非期望产出的碳排放 效率，不

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显得刻不容缓。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强度有何分布规律和 演化趋势？其效率具有何种空间分布特征？

哪些外部因素会影响交通碳排放效率值？回答 这些问题对我国推进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和健康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2 材料与方法 

2.1 交通碳排放测算 

由于二氧化碳主要由煤炭等一次能源消耗而产出，我国目前尚没有直接体现碳排放量的 指标数据，因此关于碳排放量的测

度方法主要是通过对能源消费的计算间接推算获取，学界 目前主要采用如下四类方法进行度量：“自上而下”法、“自下而上”

法、生命周期评估法和“总 量-结构”法。其中，“自下而上”法需要确定各种交通方式的车辆保有量及其行驶里程数、燃 料

单位耗量等，目前统计很难做到如此有效细分；生命周期法则统计各种交通工具整个有效寿命中的能源消耗，计算异常复杂：

“总量-结构” 法需获取交通年出行方式及总量，其数据量十分庞大。因此，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及操作的可行性，本文

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 来测算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交通碳排放总量，万 t；Ei为第 i类能源的实物消费量，万 t；Fi为第 i类能源折算 标准煤系数，t标准煤/t； Ki

为第 i类能源碳排放系数，t碳/t;i=l, 2, ......, 7,分别为原煤、 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和电力。其中，折算

标准煤系数参照最新版文献
[29]

中 附录(表 1)；各类能源碳的排放系数主要借鉴吴开亚等
[30］

的研究结果(表 2) 。 



 

 3 

表 1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 

能源 Fi 能源 Fi 

原煤 0.7143 燃料油 1.4286 

汽油 1.4714 天然气 1.3300 

煤油 1.4714 电力 0.1229 

柴油 1.4571   

 

表 2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能源 Ki 能源 Ki 

原煤 0.7329 燃料油 0.5574 

汽油 0.5574 天然气 0.4226 

煤油 0.5574 电力 0.000 

柴油 0.5574   

 

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测度模型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 Chames等[31]于1978 年提出，在处理多指标投入和产出方

面体现了良好的效果，被各行业广泛应用。本文在传统 DEA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随机前沿分析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来剔除环境因素及随机误差带来的影响，通过多阶段分析得出更准确的结果。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阶段：传统 DEA模型。将原始投入和产出数据输入模型进行初始的效率评价，同 时得出相应的投入松弛变量。考虑到

投入要素相对于产出要素更加容易控制，本文选择投入 导向、规模报酬可变的BBC 模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将综合技术效

率（TE）分解为纯 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进行进一步分析。由于该模型是 DEA 模型中的成熟模 型，其原理和数学

公式本文不再赘述。 

第二阶段：SFA回归模型。根据Fried等［23］的思想，第一阶段计算出的松弛变量受管理 无效率、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共

同影响，因此可以借助 SFA 模型分离出环境因素和随机 误差的影响，即构建松弛变量与环境因素、随机因素以及管理无效率项

的回归方程： 

 

式中，Sni是长江经济带第 i个省级行政单元第 n项投入的松弛值；Zi是环境变量，βn是环境 变量的系数；vni+μni 是混合

误差项，vni表示随机干扰项且服从 V~N(O, σv2)分布；μni是管理 无效率项且服从在零点截断的正态分布，即μni∽N（μ，σ

μ2）；vni和μni独立不相关。这里，当 趋向于 1时，说明管理因素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当 趋向于 

0时，说明随机误差占主导地位。 

进一步利用 SFA 模型的回归结果对原始省域单元的投入进行调整，将所有省域单元调 整到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同时考虑随

机干扰项的影响。调整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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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ni
*是调整后的投入；Xni是调整前的投入； 是对外部环境因素进行调整； 是将所

有省域单元置于相同运气水平下。 

第三阶段：调整后的 DEA 模型。第二阶段已将环境因素及随机误差的影响剔除，此时 用调整后的投入数据代替原始的投入

数据，再次构建 DEA 模型计算相对效率值，得到的结 果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各决策单元的效率状况。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长江经济带的交通能源消耗数据来源于文献
［29］

；用于 SFA 随机前沿分析的经济数据来 源于11个省级行政单元相应年份的

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收集的连续性和 1997 年前重庆隶 属四川管辖，本文在分析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的效率格局时，主要

测度了 1997-2016 年的 效率值。在第一和第三阶段 DEA 模型中，选取资本、劳动力、能源作为 3 个投入变量，分 别将交通运

输业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变量。其中，资本要 素采用参考张军等[32］的研究方法，由固定资本

形成量表征；对非期望产出的处理，本文参 考华坚等［20］的研究方法，用线性数据转换函数法进行处理。线性数据转换法是通

过一种线 性的数据转化函数 f(x)=v-x 将非期望产出转化为期望产出的方法：为保证 v是一个足够大 的量使得所有转化得出的

期望产出均为正数，设第 i个决策单元在第 j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 Cij，记作:Cij=(Ci1,Ci2,...,Cij)
T> 0, (i = 1, 2, , n),

设 ，其中γ为任意大于零的常数。很明显，转换后得到的新期望产出可以表示为 Cij’= -Cij+v,不难 发现 Cij’必定

为正数，转变为同国内生产总值一样越大越好的期望产出。 

另外，在第二阶段 SFA 模型中，为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外部环境因素，

即产业结构和政府影响。一般认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 高，越有利于交通碳排放效率提升。关于政府影响方面，一种观点是

以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为 基础的传统学派，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增高，不利于交通碳排放效率提升，  

即“遵循成本”效应；另一种观点是以波特为代表的修正学派，合适的政府干预不仅能弥补企 业环境治理成本，还能激发

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即著名的“波特假 说”或称为“创新补偿”效应［33］。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本

研究的产业结构由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表示［34］,政府影响由各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表示[35］,数据来自1998-2017年国家 及

地方统计年鉴。 

3 结果与分析 

3.1 交通碳排放强度格局及演化特征 

由公式（1）测算1985-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交通碳排放强度（表 3）,结果表明， 1985-2016 年长江经济带的交通碳

排放总量总体上呈显著的增长趋势，由 1985 年的 570.27 万 t 增加到 2016 年的 7744.88 万 t,年均涨幅 12.58%。其中，一次能

源中石油类能源消耗产 生的碳排放量最大，天然气产生的碳排放量最小。从时序演化看（图 1）,长江经济带交通 碳排放大体

上可分为 3个时期：第一阶段为 1985-2003 年，碳排放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这一时期我国长江经济带所在地区处于快速工

业化发展阶段，各个行业领域在不断开发且尚 处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同时交通运输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因此交通碳排放

量逐年增长， 增速在 2003 年达到最大值。这其中 1997 年增速的减缓主要与我国“九五”期间实行的限期达 标排放措施，强

制整改甚至关闭了一批能耗高和污染大的工业企业有关。第二阶段为 2003-2013 年，碳排放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但是增速开始

明显放缓，期间国家先后出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等，强调大力调整和优化

能 源结构，综合考虑能源生产、运输和消费的合理配置，促进能源与交通运输协调发展，使得 排放增速在 2003年后开始不断

下降。第三阶段为 2013 年以后，尽管受环境规制强化、“不 搞大开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的深刻影响，长

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增速处于 近 20年的低值区间，但随着私家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化，尤其对经济相对富裕的长江经济 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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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2013 年以来交通碳排放总量又呈现增长态势，此现象应引起国家及长江沿岸地区 相关部门的注意。 

表 3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万 t 

年份 
交通碳 

排放总量 
煤炭 

石油类能源碳排放 
天然气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油 

1985 570.27 217.12 140.94 11.04 201.11 0.00 0.06 

1995 1014.32 157.85 372.68 65.23 351.03 67.22 0.31 

2000 1630.46 134.54 562.64 115.17 597.20 220.58 0.34 

2004 3059.29 123.81 1055.03 255.64 1210.18 413.63 1.01 

2008 4894.77 183.34 1398.49 528.90 2122.77 658.41 2.86 

2012 6164.08 275.73 1646.85 744.99 2806.52 675.17 14.82 

2016 7744.88 151.52 2174.31 1176.46 3463.03 757.02 22.54 

 

 

为了清晰揭示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格局，本文基于 ArcGIS软件平台对 1985-2016 年各省级行政区的交通碳排

放强度进行可视化表达，并运用自然断裂点法将各省 市划分为低碳排放区、中度排放区、较高排放区和高碳排放区 4种类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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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看出，长江经济带下游的苏浙沪地区、中游的两湖地区以及上游四川的交通碳排 放量始终较大，在空间上形成 3个

明显的高值区域。苏浙沪地区历来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和 路网密集，尽管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减排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

交通运输业产生的碳排 放总量在长江经济带仍然处于前列。湖南、湖北两省位于长江中游，具有天然的航运优势, 交通便利且

地势平坦、区位良好、工农业发达，很多高耗能、高污染和高耗水的大型工业企 业及其配套物流体系分布在该地区，同时在中

部崛起战略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等重大区域 战略的影响下，两湖地区的交通碳排放总量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作为中国西部

地区的经济 强省和人口大省，四川具备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优势突出的物流业、旅游业和商贸零售业 等，随着西部大开发、

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先后深入推进，四川在其交通运输优势得到明 显提升的同时，交通碳排放压力也在相应增加，不论重庆

是否归其管辖，四川交通碳排放量 始终位居西部地区的首位。另外，安徽、江西、重庆和贵州这 4个省份的交通碳排放强度始 

终较为稳定，总体上在长江经济带处在较低排放水平。 

 

以每个年份交通碳排放强度值为权重，运用标准差椭圆法分析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的 方向分布特征及其演化规律。可以

发现：①从椭圆中心性看，交通碳排放的重心集中分布在 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区域；1985-2005 年椭圆中心自西北向东南方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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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说明该时期交通碳 排放中心仍在不断地向东迁移，同时也表明南部的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交通碳排放量增长得 更明显；

2005 年以后，椭圆中心开始向西回移，表征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碳排放量开始更快 增长。②从椭圆展布性看，椭圆的长轴逐渐变

长、短轴不断变短、分布面积缩小，表明交通 碳排放的空间分布更加集中，空间上越来越倾向于在长江沿岸地区分布。③从椭

圆方向性看, 椭圆的转角由 1985 年的 79.2。逐渐减小至 2016 年的 78.4。反映其正由南-北方向分布往东- 西方向分布转型，

也进一步证实了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空间分布的临江区位指向不断增 强。 

3.2 交通碳排放效率分析及时空分异 

首先，利用 Deap2.1 软件对 1997-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级行政单元交通碳排放效率 值进行初步测算（表 4）,并把整个

区域交通碳排放的效率值进行均值化处理；然后，将投 入变量的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政府影响力和产业结构 2个环境

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运用 Frontier4.1 软件进行SFA 回归分析，考虑到文章篇幅及可比较性，这里仅列出 2007年 和 2016年的

回归结果（表 5）；最后，依据 SFA 分析结果调整投入变量值，将所有研究单 元置于相同的环境因素和运气水平下，并再次对

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的效率值及其规模报 酬状态进行估计（表 6）。 

表 4第一阶段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效率
1)
 

地区 

2007 年 2016 年 

TE PTE SE RS TE PTE SE RS 

上海 1 1 1 一 1 1 1 一 

江苏 0.981 1 0.981 drs 1 1 1 一 

浙江 1 1 1 一 0.967 0.973 0.995 drs 

安徽 0.967 1 0.967 drs 0.884 0.901 0.98 drs 

江西 1 1 1 一 1 1 1 一 

湖北 0.881 0.881 1 一 0.8 0.814 0.983 irs 

湖南 0.998 1 0.998 drs 0.844 0.85 0.993 irs 

重庆 1 1 1 一 1 1 1 一 

四川 0.875 0.888 0.985 drs 0.865 0.9 0.962 drs 

贵州 1 1 1 一 1 1 1 一 

云南 0.819 0.838 0.977 irs 0.607 0.724 0.839 irs 

1) TE 表示综合技术效率，PTE表示纯技术效率，SE表示规模效率，RS表示规模报酬状态，irs 表示规模报酬递增，drs 表

示规 模报酬递减，一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在不考虑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下，从第一阶段的测度结果看出，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 放平均技术效率在 20 年间呈现先

递增后递减的趋势，综合技术效率的年平均值为 0.943,即 与生产前沿面相差约 16 个百分点，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另外，还

可以发现，不论 2007 还是 2016 年，各省域单元规模效率均值明显高于纯技术效率均值，说明纯技术效率可能是 引起长江经济

带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 

表 5随即前沿分析(SFA)回归结果 1) 

参数 

2007 年 2016 年 

资本存量  

松弛量 

劳动力 

松弛量 

能源  

松弛量 

资本存量松 

弛量 

劳动力 

松弛量 

能源  

松弛量 

常数值 47.43*** 1012.59*** 2018.94*** 12.55*** 271.59*** 73.75*** 

政府影响力 —40.30
***
 —794.51

***
 —1891.32

***
 76.16

***
 821.08

***
 344.09

***
 

产业结构 — 1.16*** -25.13*** —49.03*** -0.82*** — 12.23*** 一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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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ma-squared 1183.44*** 375548.68*** 2229659.20*** 434.12*** 160046.46*** 10931.82*** 

γ 0.99*** 1.00*** 1.00*** 0.99*** 1.00*** 1.00*** 

log likelihood function -45.76 -77.65 -87.15 -41.59 -72.51 -58.71 

LR test of one-sided error 7.32
 ***
 6.90

***
 7.50

***
 4.62

***
 7.81

***
 5.88

***
 

1) ***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的检验 

然而，不考虑外部环境及随机误差的干扰是无法反应效率的真实情境，因此需经过第二 阶段SFA 回归进行调整，由表 5可

知，γ值均大于 0.9 且 2个环境因素对投入松弛的影响都 较为显著，说明对环境与随机误差进行剔除很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环

境变量对投入松驰的影 响，发现在 2007年产业结构和政府影响力对 3个因变量的影响都为负向，即产业结构的优 化和政府对

交通运输业上的财政支出会减少不变产量的投入浪费，有利于提高交通碳排放效 率；而到了 2016 年，产业结构对 3 个因变量

的负向抑制作用不变，但政府影响力的作用变 为显著正向，即由“创新补偿”效应转为“遵循成本”效应，此时政府影响力的

提升会导致交通 运输业在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消费投入上的浪费，不利于交通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这让“波 特假说”在中国

是否成立的疑点凸现，即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一定的范围，其对交通碳排放 效率的提升反而会起抑制作用〔36,37]。 

在剔除环境影响和随机误差的干扰后，可以发现，调整后的交通碳排放效率值与第一阶 段的效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

6）: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普遍得到提高，其中综合技术效率的均值由原来的 0.943 上升为 0.951,纯

技术效率由 0.957 到 0.965,规模效率从 0.981 上升为 0.985。由此可见，在未剔除环境影响和随机因素的情况 下，长江经济

带的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被低估。同样考虑到文章篇幅和可对比性，表 6 仅列出 2007 年和 2016 年长江经济带第三阶段

交通碳排放效率的测算结果及其规模报酬状 态。从具体省域看，调整后的效率值中，除了浙江 2016 年的规模效率有所降低以

外，其他 各项效率值均在提高或保持不变，说明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总的来说对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 放效率产生负向干扰。

从效率结构变动看，2007 年规模效率均值为 0.995,明显高于纯技术 效率均值的 0.969,这与第一阶段分析的结论一致；但2016

年规模效率均值降为 0.959,低 于纯技术效率的 0.986,表明 2016 年除了纯技术效率影响效率损失之外，规模不经济也成为 掣

肘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效率的另一重要因素。 

表 6第三阶段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效率 1） 

地区 

2007 年 2016 年 

TE PTE SE RS TE PTE SE RS 

上海 1 1 1 一 0.965 1 0.965 irs 

江苏 1 1 1 一 1 1 1 一 

浙江 1 1 1 一 0.965 0.976 0.988 irs 

安徽 0.998 1 0.998 drs 0.941 0.951 0.990 irs 

江西 1 1 1 一 1 1 1 一 

湖北 0.892 0.897 0.994 irs 0.829 0.996 0.832 irs 

湖南 1 1 1 一 0.923 0.995 0.927 irs 

重庆 1 1 1 一 1 1 1 一 

四川 0.888 0.895 0.992 drs 0.921 0.949 0.971 irs 

贵州 1 1 1 一 1 1 1 一 

云南 0.841 0.875 0.961 irs 0.859 0.986 0.872 irs 

1） TE 表示综合技术效率，PTE 表示纯技术效率，SE 表示规模效率，RS 表示规模报酬状态，irs 表示规模报酬递增，drs

表示规 模报酬递减，一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以第三阶段的测算结果为最终效率值，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的效率格局。 从东、中、西三大地区分异看，2007

年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效率均值在空间上呈现东部 ＞中部＞西部的特征，这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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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 2007 年长江 经济带经济系统与交通碳排放系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到了 2016 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碳 排放效率依然最

高，而中部地区由于规模效率相对较低而使得其综合技术效率均值小于西部 地区。 

从省域单元分异看，2007~2016 年江苏、江西、重庆和贵州四省的交通碳排放效率始终 处于效率前沿面，这些省份十分重

视环境保护和减排工作，并将交通运输业作为碳排放重点 治理行业；同时，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

理念下，结合自身发展现 状，从省级层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39],为推动其交通碳排放效率提升起到积极效 果。上海

和湖北由于规模效率下降导致它们综合技术效率偏离随机前沿面，规模报酬递增表 明它们仍存在进一步增加规模投入的空间。

浙江、安徽和湖南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同步 下降，其中安徽和湖南作为中部地区省份，两省先后成立了国家级产业转移示

范区，在承接 了东部沿海地区大量转移产业的同时，也促进交通运输相关行业的迅猛发展，然而面对交通 运输业发展所带来

的大量碳排放，两省采取的限制技术及相关制度安排均不能迅速适应这一 形势变化，进而导致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双双下降；

而浙江交通碳排放效率下降与人口增 长、私家车拥有量持续上升以及近年浙江沿海、内河航运的快速发展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四川和云南的各类效率均呈明显的增长态势，它们的主导产业并非耗能最大的第二产业，农 业与旅游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

重要份额，加上对碳排放控制工作的重视以及减排技术的 进步，四川和云南两省的交通碳排放效率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4 结论 

(1)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强度上升趋势明显，其中石油类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贡献最 大，长江上、中、下游排放高值区分

别是四川、两湖以及苏浙沪地区；交通碳排放分布中心 呈先东后西移动规律，并且越来越集中于长江沿岸分布。 

(2)交通碳排放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其中东部地区的效率值始终高于中西部地 区，中部地区的效率值在 2007 年高于

西部地区，但 2016年较西部地区低。 

(3)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交通碳排放效率，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总是有利于效率提升，但 政府干预的影响则由正向效应转向负

向作用。 

(4)鉴于研究结果，从以下 4 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①建立交通碳排放协同调控机制。 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长

江经济带治理的全局意识。②优化综合运输结构和产业结 构。一方面大力推行公共交通先行政策或电动汽车的使用，另一方面

进一步升级产业结构， 加强交通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③提升政府引导和服务职能。发挥政府的舆论宣传和科学引 导作用，

避免直接规制带来的“遵循成本”效应，大力践行绿色出行理念，完善长江经济带物 流网络建设。④注重交通碳排放差异化治

理。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科学减排政策， 特别要加快“高排放、低效率”地区的治理工作，注重“低排放、高效率”

地区治理模式推广， 强化区域之间交通碳排放信息共享和治理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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